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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基于我国２８１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

GMM、门槛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中国城

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１)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
形关系,与二产/三产增加值之比也呈现倒U 形关系;(２)城市“规模红利”的发挥受制于产业

结构,而产业结构的“结构红利”大小也受城市规模的影响.文章据此提出:虽然少数中国特

大城市和大城市已经初步出现规模不经济迹象,但绝大多数中等城市规模仍偏小,“规模红

利”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同时绝大多数城市还未充分发挥第二产业的潜力,不宜过早“去工业

化”.文章据此对中国城市发展战略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即要用更加市场化的手段鼓励城

市规模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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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过３０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在近年来有所放慢,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并引发

不少忧虑.中国要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前提是要深刻理解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从而为持续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找到方向.“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镇

化率已经超过５６％,城市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达到９０％以上.为此,提升城市

劳动生产率成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新常态下城镇

化模式转型的根本要求.

　　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讨论往往与“城市最优规模”假说相紧密联系

(Henderson,１９７４;Black和 Henderson,１９９９;Gabaix和Ioannides,２００４),验证城市是否存

在“规模红利”是经济增长文献中的重要命题(AbdelRahman和Fujita,１９９０;Duranton和

Puga,２００５).同时,大量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城市劳动生产率也深受城市产业结构的影

响(Pavitt,１９８４;Drucker和Feser,２０１２).中国的实证研究也证实,恰当的产业结构调整对

劳动生产率具有“结构红利”效应(毛丰付和潘加顺,２０１２),而工业与服务业如果比重失衡将

５７

第４２卷 第９期 财经研究 Vol４２No９
２０１６年９月 JournalofFinanceandEconomics Sep２０１６　



对城市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顾乃华等,２００６;江静等,２００７;袁志刚和高虹,２０１５).结合这

些理论背景,可见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都是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但也有理由相

信城市集聚的“规模红利”会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同样有理由相信产业

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结构红利”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也可能迥然不同.新近文献中也有提

出“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具有协同效应的假说(柯善咨和赵曜,２０１４),但
对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和城市劳动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关联特征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关联特

点,现有文献中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本文以城市劳动生产率为研究对象,以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

效应为分析视角,分析城市规模、产业结构与城市劳动生产率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相对

已有文献,本文除了运用了更新和时间跨度更长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外,主要的贡献在于:系
统地考察了城市规模的“规模红利”和产业结构的“结构红利”之间互动关系的非线性特征,
包括城市规模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溢出效应是如何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产业结

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又有怎样的不同表现.本文还应用了空间

面板模型来控制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也控制了关键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

间可能的内生性,在多种模型设定下,主要结果都十分接近,保障了结果的稳健性.这些模

型设定上的新尝试,也是对文献的推进与发展.

　　从学术价值上,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与早前 Au和 Henderson(２００６a、b)等基于中国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城市数据的经典文献研究结果作对照,从而看出２０００年以来市场化和快速城

镇化情境是如何影响一个转型经济体的城市规模及城市体系的演变.当然,关于城市规模

及城市体系合理性的讨论并不局限于中国或转型经济,在发达经济体和各国都有大量文献

讨论(Gabaix和Ioannides,２００４;Parkinson等,２０１５).但中国巨大的城市规模、快速的城市

化进程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予城市规模问题研究一个特殊的实验性场景来深入挖掘,也提

升了这个问题的实践价值.从政策应用价值上看,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用来评价当前中国

整体上城市规模是否合理、城市体系是否健康,同时发现不同类型的城市产业结构是否需要

进一步调整.具体而言,本文依据计量模型分别对当前中国城市规模的最优容纳规模和产

业结构的最优结构做了最新测度,以此判断目前具体哪些城市需要进一步调整城市规模和

优化产业结构,可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较目前可比文献的数据更新更长.
城市发展在空间上相互影响,尤其在中国这样人口高密度、主要城市群又高度集中在有限地

区的国家中,有理由相信城市经济指标具有高度的空间依赖性和聚簇性,城市经济体之间的

空间联动发展会十分显著.为此,能否在计量上有效控制城市数据的空间相关性与空间依

赖性,对准确测量城市规模的边际收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之前的文献都基本忽略了

这点.本文应用了空间面板模型来控制城市发展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与溢出效应,可以让

研究结果更加稳健和可靠.本文在差分GMM、系统GMM 和空间计量模型结果的基础上

实际测算出在现有条件下的城市最优规模以及最优产业结构配置,并由此计算出每个城市

在现有条件下可以增加的劳动力吸纳规模比例和产业结构可调整比例,从而为改进城市治

理政策、提高城市发展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数据描述.本文数据来自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全国２８１个省会、计划单列市及地级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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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文剔除了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不宜与其他城市比较的特大城市,也剔除了拉萨市、陇南

市、中卫市等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这样,样本覆盖了２８１个城市１４年、一共３９３４个样本值.
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和同

花顺数据库等,个别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填补.表１是各变量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２８１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含义 单位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pgdp 市辖区人均GDP 对数值 ln(元) ９．２６６ ０．８１９ ６．４９７ １１．９９０
emp 市辖区就业人员数 十万人 ２．２６９ ３．２２９ ０．０８１ ４５．７４０
empsq 市辖区就业人员数平方项 十万人̂２ １５．５７０ ６２．８００ ０．００７ ２０９２．１５
ms 市辖区第二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比 １ １．５６１ ０．９０６ ０．１９３ １０．８５９

empms emp×ms 十万人×％ ３．２３８ ４．０５７ ０．０４１ ４１．０２５
lncapemp 劳均资本量(cap/emp)对数值 ln(万元/十万人) ７．６２７ １．０４８ ２．４２３ １０．９１８
fdicap FDI与资本量比值 ％ ０．１４６ ０．２３６ ０．０００ ２．１５５
lnedu 滞后两期的当地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对数值 ln(人) ９．２９６ ２．５３２ ０．０００ １５．７５０
lngreen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的对数值 ln(％) ３．４６８ ０．４２１ ０．０５８３ ６．２５３
road 市辖区人均铺装道路面积 平方米 ８．７０９ ６．２０６ ０．０４００ ８５．２０
lnbook 单位市辖区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的对数值 ln(册/百人) ３．８４５ ０．９４４ ０．１１３ ６．９９９
lnbus 单位市辖区人口拥有公共汽车数的对数值 ln(辆/万人) １．５７７ ０．７９８ ０ ４．７４５
lndist 与最近最大港口城市距离的对数值 ln(公里) ５．９８９ １．００７ １．９６６ ７．９０６

　　注:每个指标的样本均为３９３４个.价值变量均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作价格平减.

　　图１a是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的散点图并做了二次型拟合,
发现有比较明显的倒U 形曲线轨迹.但图１b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劳动生产率与产业

结构虽然出现了一阶导数大于０、二阶导数小于０的趋势,但在样本区间里尚未出现完整的

倒U 形曲线.

图１a　城市人均GDP 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图１b　城市人均GDP 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二)计量模型.根据现有经典文献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决定因素的讨论,结合上述机制

分析和数据分析,本文把城市劳动生产率表述为:

Y＝f(emp,empsq,ms,mssq,empms,K,U,D) (１)
其中:Y 为城市劳动生产率.参照现有文献(Au和 Henderson,２００６a、b;毛丰付和潘加顺,

２０１２;柯善咨和赵曜,２０１４;梁婧等,２０１５),本文将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这一变量来

度量城市劳动生产率.式(１)认为,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包括:emp城市规模,①emp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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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的平方项,ms产业结构,mssq产业结构的平方项,empms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的交

互项,K城市的资本存量与资本特征,U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D城市的地理特征.

　　根据式(１)及前述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理解,本文将基本计量模型设定为:

lnpgdpit＝β０＋β１empit＋β２empsqit＋β３msit＋β４mssqit＋β５empmsit

　　　　＋β６lncapempit＋β７fdicapit＋β８lneduit＋β９lngreenit＋β１０roadit

　　　　＋β１１lnbookt＋β１２lnbusit＋β１３lndistit＋δit＋εit

(２)

其中:被解释变量即为市辖区人均GDP 数据的对数值lnpgdp,该数据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做

平减.关键解释变量同式(１),其中emp 是市辖区就业人员数,表示城市规模;empsq 是城

市规模emp 的平方项,本文根据机制分析和图(１a)的数据分析,认为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

率之间很可能存在倒U 形的曲线关系,为验证这一观点而采用本指标;ms是市辖区第二产

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用于度量产业结构,mssq 是其平方项,其构造类似于

empsq项,交互项empms用于考察emp 与ms的交互作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式(２)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与物质资本相关的变量有劳均资本存量lncapempit和外商

实际投资额与资本量的比值fdicapit.由于中国没有公开发布的城市资本量数据,因此本文

将对这一数据进行测算;人力资本变量———用滞后两期的当地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对数

lnedu 作为当地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相关的基础设施水平变量包括

lngreen、road、lnbook和lnbus,参见表１的定义解释.dist是各城市与其最近最大港口城

市(上海市、天津市和广州市)的距离,这代表着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特征,lndist是对dist
变量取对数的结果.除以上变量外,城市自身的特征还有很多,比如自然资源禀赋、地形地

貌、社会风俗、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都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所有这些影响将

采用地区固定效应方法加以控制.

　　(三)协同效应及最优规模的推导.为了推导出城市最优规模的量化表达式,令式(２)对
劳动力empit分别求一阶和二阶导数有:

∂(lnpgdpit)/∂(empit)＝β１＋２β２empit＋β５msit (３)

∂２(lnpgdpit)/∂(empit)２＝２β２ (４)

　　首先看一阶条件式(３),无论二阶导数是否等于０(即β２＝０与否),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

市规模之间的关系都受β１ 和β５msit值的共同影响.探测β５ 的大小和方向,考察城市规模－
产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联合作用,是本文的工作焦点之一.再看二阶条件式(４),当二阶

导数小于０时(即β２＜０),则存在使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城市最优规模.这个条件下当一阶

导数为０时,即可取得城市规模的极大值点(即本文所指的城市最优规模).

　　根据式(３)和式(４),城市最优规模的表达式及其限定条件为:

emp∗
it ＝(β１＋β５msit)/(－２β２),β２＜０,β１＋β４msit＞０ (５)

　　上式可计算求得各城市最优规模的量化表达式.可以看出,城市最优规模受产业结构

的影响,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最优规模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讨论最优规模需要界

定特定的产业结构.在特定的产业结构下,城市最优规模与当前城市规模的差值就是各城

市劳动力吸纳规模,这个差值与当前各城市规模的比值即为各个城市劳动力吸纳规模比例.
基于同样思路,可以计算出最优产业结构配置和产业结构可调整比例.表达式为:

Δemp％＝(emp∗
it －empit)/(empit) (６)

Δms％＝(ms∗
it －msit)/msit (７)

　　此外,尽管 Au和 Henderson(２００６a、b)以及柯善咨和赵曜(２０１４)的研究认为城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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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的边际收益会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却没有充分考察和验证其转换边界.
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在哪个城市规模边界上更有利于吸纳更多劳动力并增强城市规模对劳

动生产率的外溢影响,具有很强的政策应用价值.为此,本文借用 Hansen(２０００)的门槛回

归面板方法,更加直接地验证产业结构在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中的非线性作用.
同时,本文也探索城市规模大小在产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中的非线性效应,探究其转换

边界.本文还进一步使用差分GMM 和系统GMM 方法,通过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来克服

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可作为空间回归模型的稳健性回归.

　　(四)模型设定与检验.

　　１ 差分GMM 和系统GMM 模型的设

定.本 文 将 使 用 差 分 GMM 模 型 和 系 统

GMM 模型的方式来尝试解决内生性问题.
参考相关文献,本文引入因变量的二至四阶

滞后项、城市规模的二至三阶滞后项和产业

结构的二至三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检验

结果见表２.差分GMM 估计共使用了９０
个工具变量,结果显示,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

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及三阶自相关,可以

使用差分GMM.Sargan检验的过度识别

表２　差分GMM 和系统GMM 检验结果

DGMM SGMM
工具变量个数 ９０ １２６

AR(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AR(２) ０．８４４８ ０．９４６０
AR(３) ０．２２９２ ０．２２０４
Sargan ２１４．５９１∗∗∗ ２３３．２５９∗∗∗

P 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１)AR(１)、AR(２)和AR(３)结果列示的是

其对应P 值.(２)Sargan检验用于检验工具变量的

有效性,这里报告了其统计值和P 值.

结果显示,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故认为工具变量的设

定有效.系统GMM 的检验结果类似.

　　２门槛模型的设定.为有效和全面考察关键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运用门槛模

型.相比主观的人为划分数据的不同区段,门槛模型的优势是可以根据数据自身属性内生

地划分门槛区段,这样可以更加敏锐地刻画不同区段内城市规模或产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关系.本文借助 Hansen(２０００)的门槛面板模型,其基本公式是:

yit＝μi＋β′１xitI(qit≤γ)＋β′２xitI(qit＞γ)＋eit (８)
其中:qit是门槛变量,γ是未知门槛值,eit~iid(０,δ２)为随机扰动项,I()为指标函数.门

槛值及其个数由样本数据内生决定,对应于任意门槛值γ,可以通过残差平方和S１(r)＝

ei (γ)′ei(γ)得到各参数的估计值.最优的门槛值γ̂ 是使S１(γ)在所有残差平方和中达到

最小,即γ̂＝argminS１(γ).满足此式的观测值即为门槛值.类似地,双门槛模型为:

yit＝μi＋β′１xitI(qit≤γ１)＋β′２xitI(γ１≤qit≤γ２)＋β′３xitI(qit＞γ２)＋eit (９)

　　应用门槛模型首先需要确定模型中门槛值的个数.相关检验使用F 统计量值和HanＧ
sen自抽样法(Bootstrap)的P 值,结果见表３.结果显示,不管是将城市规模emp 设置为

门槛变量还是将产业结构ms设置为门槛变量,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F 值和P 值都非常

显著,三重门槛检验结果不显著.所以,本文将使用双重门槛模型.同时,由“门槛估计值”
及其相应的“９５％置信区间”数据,本文判断,城市规模emp 作为门槛变量的两个门槛值分

别为１．０７８和１２．２２２,而产业结构ms作为门槛变量的两个门槛值分别是０．５４４和２．３０８.
表３　门槛效果及估计值检验

emp 作为门槛值 F 值 P 值 门槛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单一门槛模型 １１７．４５７∗∗∗ ０．０００ １．２５７ [１．０００,１０．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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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门槛效果及估计值检验

emp 作为门槛值 F 值 P 值 门槛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双重门槛模型 ２１４．４８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２２ [１２．２２２,１２．２２２]

１．０７８ [０．９５７,１．５３９]
三重门槛模型 ０．０００ ０．８９２ ６．７４７ [６．７４７,９．１９８]

ms作为门槛值 F 值 P 值 门槛估计值 ９５％ 置信区间

单一门槛模型 ２５．７８６∗∗∗ ０．０００ ２．２９９ [０．４５７,２．３８８]
双重门槛模型 ６７．２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４ [０．４７１,０．５６１]

２．３０８ [２．２８５,３．０２０]
三重门槛模型 ０．０００ ０．７０３ ２．０００ [０．５６１,７．２３７]

　　注:(１)∗∗∗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２)P 值是采用Bootstrap
法反复抽样５００次得到的结果.

　　３空间模型设定与选择.鉴于传统计量模型无法控制城市间的空间效应,具体包括空

间误差效应(SEE,SpatialErrorEffect)和空间滞后效应(SLE,SpatialLagEffect),而这

又对度量城市劳动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溢出效应至关重要,所以本文借鉴最新的空间计

量经济研究成果(Mutl和Pfaffermayr,２０１１;Elhorst,２０１２),将空间效应纳入分析框架.分

别参照 Mutl和Pfaffermayr(２０１１)对静态空间面板模型的研究成果以及 Elhorst(２０１２)对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研究成果,分别构建静态空间面板模型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在进行

空间面板模型回归之前,需要先确定空间权重矩阵,以选定具体的空间面板模型形式.

　　空间面板模型权重矩阵的确定一般有:(１)０－１变量矩阵.一般将临近样本城市间赋

值为１,其他则为０.(２)地理距离矩阵.城市间的直线距离或地球表面距离构成基础矩阵

Wg,再对其进行标准化.(３)经济社会矩阵.采用地区间人均实际GDP 的差额的倒数作

为测度地区间“经济距离”指标的基础矩阵Wgdp,其与地理距离矩阵相乘得到权重矩阵W＝

Wgdp×Wg,再对W 做标准化处理即为经济社会矩阵W ∗ (Elhorst,２０１０).

　　通过空间面板数据的MoranI检验来判

断空间效应,并利用LMLag 检验与LMerＧ
ror检验以及相应的稳健性检验来判断究竟

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还是空间误差模型

(SEM);使用 Hausman 检验来判断采用固

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使用LR 检验判定个体

固定效应和时期固定效应的适用性,如果两

者均显著,则使用双向效应.这些检验的统

计量均根据面板混合回归的残差来构造.

　　由表４MoranI检验值可见,城市劳动生

产率与城市规模、产业结构等变量之间存在

很强的空间相关性;列(１)和列(２)显示,空间

误差效应(SLE)比空间滞后效应(SEE)更为

表４　空间统计量检验结果

(１) (２)
MoranI ６１．８５１８∗∗∗ ４０．２６７６∗∗∗

LMlag 检验 ２．９４５４∗ ３．４５２１∗∗

RobustLMlag 检验 １７．１４２６∗∗∗ ４．５６１６∗∗

LMerror检验 １３２７．３２７６∗∗∗ ５８０．８１３５∗∗∗

RobustLMerror检验 １３４１．５２４８∗∗∗ ５８５．０２９８∗∗∗

Hausman检验值 ３３１．８９∗∗∗ ２０７．２５∗∗∗

LR 个体固定效应 ６１８７．１５６０∗∗∗ ６０７５．１９７０∗∗∗

LR 时期固定效应 ４５１６．２０６９∗∗∗ ４０８２．５７７６∗∗∗

　　注:(１)括号内是z统计量,∗∗∗ 表示在１％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２)所有检验结果均列出其对应检验

统计量的值,其中,LR 个体固定效应的自由度是２８１,

LR 时期固定效应的自由度是１４.(３)列(１)和列(２)

的自变量分别对应表５的列(５)和列(６).

强烈,但无论是空间误差效应还是空间滞后效应都非常显著.在这种检验结果下,可以选择

空间误差模型(SEM)也可以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LM),所以本文将分别采用这两种模型进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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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估计.表４中 Hausman检验对应表５最后两列模型,结果显示固定效应要优于随机效

应.而LR 个体固定效应和时期固定效应均显著,所以本文将采取双向效应.本文借鉴

Elhorst(２０１０)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回归估计.

三、计量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主要回归结果见表５.由表５可见,列(１)和列(２)分别是差分GMM 和系统GMM
面板回归结果,列(３)和列(４)是门槛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应用了稳健性标准误差.为了多角

度考察产业结构在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中的非线性作用,以及城市规模在产业结构

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中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分别设置核心变量为城市规模(emp)、门槛变量为

产业结构(ms),以及设置核心变量为ms、门槛变量为emp 这两种情况.在门槛模型(３)中,
只有产业结构ms水平的估计系数随城市规模emp 的变化而变化,其他参数的估计系数均

保持固定不变;列(４)则反之,城市规模emp 的估计系数随产业结构ms的变化而变化,其他

参数的估计系数均保持固定不变;列(５)和列(６)分别是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

型(SLM)的回归结果.
表５　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lnpgdp
(１)DGMM (２)SGMM (３)门槛１ (４)门槛２ (５)SEM (６)SLM

emp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１∗∗∗

(４．５１) (３．９１) (１５．４９) (１２．１０) (１２．０３)
emp ０．０６９∗∗∗

(ms＜０．５４４) (５．３４)
emp ０．１６６∗∗∗

(０．５４４≤ms≤２．３０８) (６．７９)
emp ０．０８６∗∗∗

(ms＞２．３０８) (５．５９)
empsq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５．２２) (－４．２７) (－１０．８３)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６)
ms ０．０７１∗∗∗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２∗∗∗

(３．７６) (６．０７) (３．１４) (７．０７) (７．２６)
ms ０．０９９∗∗∗

(emp＜１．０７８) (４．８４)
ms ０．１９０∗∗∗

(１．０７８≤emp≤１２．２２２) (９．０５)
ms －０．２８９∗∗∗

(emp＞１２．２２２) (－４．０８)
mssq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３．０４) (－３．３６) (－１．３７) (－３．０８) (－２．７１)
empms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５０) (－１．９８) (－１．４３) (－３．３８) (－２．１７) (－４．２４)
lncapemp ０．１６６∗∗∗ ０．１７２∗∗∗ ０．３７６∗∗∗ ０．４０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３∗∗∗

(２０．６９) (２１．９５) (３２．７３) (３９．６０) (２２．２０) (２０．９９)
fdicap ０．２４４∗∗∗ ０．２２８∗∗∗ ０．３５８∗∗∗ ０．３８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５∗∗∗

(９．１２) (４．０７) (１０．８０) (１１．６９) (６．６９) (５．８７)
lnedu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２．７９) (０．９６) (０．３３) (０．６９) (０．９９) (１．１９)
lngreen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９２∗∗ ０．１８０∗∗

(６．８９) (３．３８) (７．８１) (７．１１) (２．２１)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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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lnpgdp
(１)DGMM (２)SGMM (３)门槛１ (４)门槛２ (５)SEM (６)SLM

road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２４４∗∗∗ ０．２３３∗∗∗

(１０．２６) (３．０８) (６．０１) (５．７９) (３．５１) (３．３８)
lnbook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３∗∗∗ ０．２２８∗∗∗ ０．２１１∗∗∗

(６．２７) (２．６２) (５．４５) (５．４６) (５．２７) (４．９２)
lnbus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７∗∗∗ ０．１２９∗∗∗ ０．４２４∗∗∗ ０．４５９∗∗∗

(１５．５０) (５．３２) (７．９１) (７．６０) (６．８３) (７．３９)
lndist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４∗∗∗

(－９．４８) (－８．２３) (－１０．７９) (－１１．３２)
L．lnpgdp ０．７６２∗∗∗ ０．７５０∗∗∗ ０．８４３∗∗∗

(７９．８５) (７３．３９) (９５．３１)
Constant １．０９９∗∗∗ １．０７５∗∗∗ ５．２８５∗∗∗ ５．２８７∗∗∗

(５．０２) (４．９０) (５７．４７) (５８．０５)
N ３３７２ ３６５３ ３９３４ ３９３４ ３６５３ ３６５３
R２ ０．４１５ ０．６８５ ０．７３５ ０．７６４ ０．９５１ ０．９４９

Δemp％ ２９．３２７ ２９．６９４ ２６．０９３ ２５．００２
Δms％ ３７．６７７ ３８．３６３ ３８．１７８ ３３．８８６

　　注:(１)括号内是t统计量,∗∗∗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２)因篇幅限

制,列(５)和列(６)仅列示主体效应,省略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等;列(５)的空间滞后项是 L．lnpgdp,

即被解释变量的滞后.(３)Δemp％一行代表给定２０１３年产业结构的条件下,样本城市在达到最优规模之前

的吸纳比例,其单位是％;Δms％一行代表给定２０１３年城市规模的条件下,样本城市在达到最优产业结构配

置之前的可调整比例,其单位是％.

　　表５回归结果表明,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所产生的结果稳健性较高.限于篇幅限制,文
章简略讨论非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总体来说,这些控制变量的效应均基本符合经济学经

典理论的预期,如劳均资本存量lncapemp 和人力资本lnedu 都显著为正,说明劳均物质资

本和人力资本都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性作用.此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的对数

lngreen、人均铺装道路面积road、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册数的对数lnbook、人均公共汽车辆

数的对数lnbus等变量的系数均基本显著为正值,说明基础设施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确实具

有正向溢出作用.地理因素lndist表明劳动生产率与大港口城市的距离呈负向相关关系,
这说明与大港口城市的距离越远,所获得的辐射力越小.

　　本文重点关注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联合作用.主要发现为:

　　(１)城市规模项(市辖区劳动力规模)的一次项emp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二次项empsq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证明了中国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确实存在倒U 形曲线关系,
这个结果与之前文献(Au和 Henderson,２００６a、b;毛丰付和潘加顺,２０１２;柯善咨和赵曜,

２０１４;梁婧等,２０１５)相一致.可以认为,在城市规模达到最优规模前,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

随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提高,在城市规模达到最优容纳峰值后,城市劳动生产率随城市规模的

扩张而降低,也即城市扩张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收益随着城市规模的上升而下降.但

由于样本中的城市大多数未达到该倒U 形曲线的顶点位置,也即中国大部分城市都仍有继

续大量吸纳劳动力的潜在能力.因此,打破对人口集聚的制度约束,进一步加快劳动力流

动,进一步释放“规模红利”,仍然是推动城市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须措施.

　　(２)产业结构的一次项ms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二次项mssq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

明产业结构与城市劳动生产率之间也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形曲线关系.然而如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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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１b所示,虽然存在一阶导数为正、二阶导数为负的趋势,但超越峰值点的城市很少,本
文基于计量模型的推断也发现仅有少数城市二产比重已经过度.总体来看,对中国绝大多

数城市而言,第二产业比重越大,城市劳动生产率越高,也即目前中国产业中第二产业相对

第三产业来说,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更积极的作用,这与上述相关代表性文献也一致.中国

绝大多数城市的第二产业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仍未得到充分发掘,尚未出现下降的拐点,
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意味着,对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工业化进程尚未完全完成,仍
要以工业和制造业强市,尚不能过早提倡“去工业化”.

　　(３)交叉项empms的系数在各面板回归模型结果中一致性为负,且基本均统计上高度

显著.这说明,随着产业结构ms的变动(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城市规模emp 对劳动生产率

的边际促进作用趋于下降;另一角度的解读是,随着城市规模emp 的上升,如果产业结构

ms趋向下降(第三产业相对壮大发展),那会增强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外部效益.
该发现与柯善咨和赵曜(２０１４)“城市规模扩张的边际收益不仅受城市规模影响,而且随着产

业结构(城市生产服务业－制造业结构比例)的上升而增加”的结果相一致.

　　但交互项只有一个变量,对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之间互动关系所能揭示的信息有限,本
文为此试图从多个角度来考察“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协同效应的非线性特征.这表现在列

(３)和列(４)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中:①在列(３)由门槛变量产业结构ms将城市规模划分成

的三区段中,城市规模emp 对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系数均十分显著,但随着产业结

构的逐步变化(ms从＜０．５４４,增加到≥０．５４４但＜２．３０８,再到≥２３０８),城市规模对劳动生

产率的边际收益系数也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关系.这进一步说明,当一个城市工业比

重不够高,城市“规模红利”不会特别显著;而当这个城市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的

“重化”程度提高,借助于制造业强大的就业乘数效应和技术进步的引领作用,在相当大范围

内会持续增强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率的外溢作用和“规模红利”.但如果产业结构继续“重
化”,制造业没有得到服务业的合理搭配,则城市规模的“规模红利”反而会降低,即重工业城

市如果产业结构向三产适度调整将在提高生产率上有很大收益.总结而言,城市的“规模红

利”在工业化高潮阶段最显著,在工业化之前和工业化尾声都相对较弱.同样,在列(４)中,
在由门槛变量城市规模emp 划分的三区段中,ms系数也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这说

明在中等规模城市中提高二产比重对促进生产率的作用最大,小城市中能得到的结构红利

相对比较有限,但对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增加二产比重反而很可能对劳动生产率有抑制

作用.如本文发现,在城市规模大于１２２万人的城市中,②继续提高二产比重,将对城市劳

动生产率产生较为严重的负向影响.换言之,这部分城市提高三产比重可以起到提升城市

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本文使用门槛回归来考察城市规模项emp 和产业结构ms之间互动关

系的非线性,总体结论上与列(１)至列(６)的交叉项empms系数一致性为负相一致,但比简

单利用交互项来考察,视角更丰富,揭示信息更全面、更细致.

　　以上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之间需要十分合理的匹配.基于

制造业的乘数效应,城市的“规模红利”在城市经历工业化高潮时最为显著,在工业化启动阶

段存在一个门槛效应,在工业化尾声则会出现下降.这与经典文献(Black和 He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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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门槛回归起到了考察核心变量非线性效应的作用,所以列(I)中不再列入empsq项,列(II)不再列入mssq项.
这些城市为深圳市、成都市、广州市、杭州市、天津市、东莞市、南京市、重庆市、西安市、佛山市、武汉市、苏州市、沈阳

市、郑州市和厦门市.



１９９９;Duranton和Puga,２００５)和直觉观察也相一致.另一方面,城市在从小城市到中等城

市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依赖工业来驱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和吸引人口,
大多数城市不能跨越城市经济的自身发展规模,跨过工业化就发展第三产业.从国际上看,
在国家层面工业化发展不足就进入服务业驱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往往也被认为是“中
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主要成因(王小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但当城市规模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城市

自身的发展规律需要产业结构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形成合理的二产、三产分工格局,这样城

市规模才能更好发挥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溢出作用.否则,如果大城市、特大城市仍然产业

结构过度工业化,则会一方面因为服务业配套不足的制约,另一方面因为妨碍城市“规模红

利”的释放,而对城市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作用.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参照式(６),在设定产业结构为２０１３年水平的前提下,
计算得到样本城市劳动力吸纳规模比例数据.类似地,计算产业结构可调整比例,结果分别

列于表５列(３)至列(６)的最后两行.可以看出,这两项指标的计算结果相差并不大,但由于

实际经济发展中,劳动生产率存在一定的惯性效应,结合回归模型的设定,本文更倾向于采

纳列(６)的结果,即样本城市在既定产业结构水平下,较之２０１３年数据,总体上城市还可容

纳约２５％的城市规模;而产业结构可调整比例则约为３４％.本文与梁婧等(２０１５)认为中国

２００９年城市已经大部分达到最优规模区的结果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有:(１)部分关键变量的

不同选取和模型设定存在差异;(２)计算最优规模的方式有所不同.

　　本文依据空间滞后模型(SLM)即表５中列(６)的结果提出,中国目前只有极个别样本城市

略超出最优规模,它们是广州市、天津市、大庆市、深圳市、杭州市、克拉玛依市、重庆市、成都

市、武汉市、嘉峪关市和西安市等１１个城市,仅约占样本总数的３．９１％;接近最优规模的城市

包括郑州市、攀枝花市、厦门市、南京市、吕梁市、鹤壁市、沈阳市、宁波市、合肥市、南昌市、大连

市和长沙市等１２个城市,约占样本总数的４．２７％;劳动力吸纳规模比例在１０％－３０％之间的

城市最多,为１３４个,约占总数的４７．６９％;劳动力吸纳规模比例在３０％－５０％之间的城市为

９３个,约占总数的３３．１０％;大于５０％吸纳比例的城市为３１个,约占总数的１１．０３％.本文

认为,迫切需要发展服务业以拉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城市有广州市、天津市、深圳市、杭州

市、大庆市和克拉玛依市,约占样本城市的２．１４％;接近最优产业结构配置比例的城市有重

庆市、成都市、武汉市、西安市和郑州市等１８个城市,约占总数的６４１％.制造业增加值相

对服务业比重可继续上升１０％－３０％的城市有１４１个,约占总数的５０．１８％;该比重可继续

上升３０％－５０％的城市有８９个,占总数的３１．６７％;而可继续上升５０％以上的城市有２７
个,约占总数的９．６１％.

　　本文还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如将样本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或按２０００年人口规

模分为三组、或按２０００年人均 GDP分为三组等,在不同的分样本中,都得到了基本一致的

结论.限于篇幅这里没有反映,但可供索取.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１)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 形关系,即城市规模在

达到最优规模之前具有“规模红利”.(２)城市劳动生产率与产业结构也同样呈现倒U 形关

系,即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产生“结构红利”.(３)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为负,说
明过高的工业比重将妨碍城市“规模红利”的发挥,产业的“结构红利”也取决于城市规模.
(４)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收益与产业结构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城市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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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在工业化高潮阶段最显著,之前和之后都相对逊色;同时,产业结构“重化”对劳动生产

率的拉动作用与城市规模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二产对中等城市的效率促进作用明

显高于小城市,但在大城市中提高三产比重、降低二产比重反而能带来劳动生产率上更多的

“结构红利”.

　　应用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就中国２８１个样本城市来看,在２０１３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

展水平下,各城市平均还将能吸纳大约２５％的城市规模,达到或超过最优规模的城市比例

不到６％.这说明,虽然中国目前有个别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经出现规模不经济,但绝大多

数中等城市规模偏小,人口增长潜力巨大,城市“规模红利”还有待发掘,未来中国城市化的

重点应该是做大做强中等城市,充分发挥中等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结果也预示中国

经济潜在增长率率仍然存在不小的上升空间,在城市部门仍有很大的劳动生产率红利潜力

待开发.研究还发现,目前对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第二产业仍然起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作

用,绝大多数城市还并未充分发挥第二产业的潜力,工业化进程尚未完全完成,不宜过早提

倡“去工业化”.平均而言,产业结构可继续向上调整的比例约为３４％,工业化仍具有相当

大的发展空间.综合来说,合理调整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将会提高潜在生产率和释放更多

的经济发展动力,这应成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分层级、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地采取促进人口流动的措施,在
继续充分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的同时,做大做强中等城市,充分释放城

市规模红利.这首先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切实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作为新型城镇

化的指引方向,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力推城市群发展,推动城市加强与周边各类城市广

泛和多样化的合作协同,以最大化彼此的利益.另一方面,引导城市产业结构顺应市场需求

及时加快调整.其关键点是,像OECD(２０１４)等国际组织给中国建议的那样,开放民营资

本进入城市各类服务行业,充分竞争,有利于吸纳更多外来人口,为服务业比重上升创造机

会,真正扩大内需,同时增加城市三产对二产的支持能力.城市体系的合理优化、劳动力的

更自由流动和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不仅会带来更强的城市竞争力、更高的劳动产出效率

和更持久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也有利于实现“十八大”所说的包容性增长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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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paneldataof２８１citiesatprefecturelevelorabovefrom２０００
to２０１３,thispaperempiricallystudiesthesynergyeffectsofcitysizeandindustrialstrucＧ
tureonurbanlaborproductivityinChinabycomprehensivelyusingeconometricmethods
suchasGMM,thresholdpanelmodelandspatialpanelmodel．Itarrivesatthefollowing
conclusions:firstly,thereisaninversedUshaperelationshipbetweenurbanlaborproducＧ
tivityandcitysizeandalsothesameonebetweenurbanlaborproductivityandtheadded
valueratioofthesecondaryindustrytothetertiaryindustry;secondly,theroleofcitysize
bonusissubjecttoindustrialstructure,andstructurebonusconcerningindustrialstructure
isalsoaffectedbycitysize．Accordinglyitarguesthatalthoughasmallnumberofmega
andbigcitieshavetheinitialsignofdiseconomiesofscale,thesizesofthevastmajorityof
mediumsizedcitiesarestillsmall,andsizebonusisworthyoffurtherdevelopment．Atthe
sametime,thevastmajorityofcitieshavenotyetfullyplayedthepotentialofthesecond
industry,soitisnotsuitabletocarryoutdeindustrializationprematurely．Thusitprovides
aseriesofpolicysuggestionsaboutcitydevelopmentstrategyinChina,namelyurbanscale
optimizationandindustrialrestructuringshouldbeencouragedbymoremarketoriented
means．
　　Keywords:citysize;industrialstructure;urbanlaborproductivity;thresholdpanel
model;spatialpanelmodel (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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